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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布尔迪厄的哲学社会学是一种超越主客体对立、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一元论学说。从历史维度的剖
析表明，其建构主义结构观成为批评话语分析构建话语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他对场域和惯习的讨论

启发批评话语分析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话语事件这一具体场域，其符号权力学说为批评话语分析通过分析

言语行为揭示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指明了方向，“符号权力”“合法性”“权威”等成为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中
的重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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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话语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 力图通过分析语言使用揭示内嵌于话语
中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促进社会变革，是一种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的语言研究。在理论
建构和实际研究中，它借鉴和融合了布尔迪厄实践社会学中的各种概念和理论观点。①本研究
从历史维度剖析了布尔迪厄建构主义的结构观、场域理论、惯习、符号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等
如何为批评话语分析构建话语与社会互动框架提供思路。

一、建构主义的结构观

整体来看，布尔迪厄哲学社会学思想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最重要影响是其主客一体、互动转
化的建构主义结构观。其核心是通过考察客体如何在主体实践活动过程中内化为主体本身并
反过来指导主体实践活动这一思路来解决西方哲学长期以来的主客体对立问题，由此提出一

种超越主客体对立、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研究视角。该视角为批评话语分析构建话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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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互动框架提供了思路。
布尔迪厄主张一元论是因为他发现传统二元论哲学各个流派都是仅从自己的角度观察世

界，其结果往往片面极端甚至相互矛盾。20 世纪初法国哲学界两种主要传统①实际上是对以
往西方二元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其视角同样存在局限性:梅洛 －庞蒂的现象学与萨特的存在主
义关注经验、知识和主体性，主要考察知识与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列维 －斯特拉斯的结
构主义关注知识本身的历史和科学哲学传统，主要考察独立于主体的科学知识结构与理论。
对于前者，布尔迪厄赞赏其“个人在社会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能动作用”的观点，②同
时对其将个人及其行动与社会结构分离开来的做法提出批评，因为将个体作为分析单元是把

个人自由意志当作对实践问题的探索方法，忽视了行动者是从自己所处的一定社会空间位置

来划分和建构自己对社会世界的理解，完全抹杀了行动者的社会性。③ 对于后者，布尔迪厄同
意其“社会是一种可以从外部加以把握的客观结构，它对行动者的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观
点;但是，其对个人的能动作用采取完全漠视的态度却导致理论概念和实践现实之间的脱节，

如“唯智主义”把“现实的模式”与“模式的现实”互为颠倒，没有意识到客观主义模式只是在
表面上客观地描述了实践，它不能代替实践行为本身。④ 为克服上述问题，布尔迪厄运用“社
会现实既存在于个体之内、也存在于个体之外，既存在于心理中、也存在于事物中”⑤的“建构
主义”观点对“结构主义”进行改造，形成将结构和行动者、主体和客体等联系起来的一元
论———“社会实践理论”。可以看到，布尔迪厄虽然试图借助建构主义观点弥合个人行动和结
构之间的鸿沟，但是，从本质上看，他还是赋予结构以优先性，因为他曾指出，社会学的任务就

是揭示社会世界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及其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⑥社会学研究首先
要建构各种客观结构，其次才是引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⑦

布尔迪厄吸收了马克思的世界观和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等有关思想，提出个人行动
与社会结构融合的途径是:在社会实践( 游戏) 中，各种社会规则嵌入或内化到行动者的身体

内，成为其身体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其行为的一部分，结构和行动者由此形成一

种互为渗透、建构和生成关系，即所谓的“本体论契合”( ontological complicity) 。具体来说，在
个体行为者参与实践之前，社会结构已经先于行为者存在，行为者一开始参与实践就已经受到

社会结构的约束，但是，行为者在实践前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是以一种前对象性、非
设定性的实践感从现有的状态中解读现有场域里蕴含的各种( 包括将来的) 可能，并根据自己

的位置不断构建出对世界的理解，采取相应的行动;行为者在实践中学习、掌握和运用规则的
同时也在不断改变社会结构。
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讨论( 特别是费尔克拉夫的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 来看，布尔迪厄一

元论的建构主义结构观的影响主要包括:话语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社会结构的优先性，实践的

中介作用。首先，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话语与社会之间互为建构。费尔克拉夫在其话语分析模
式里明确把社会分为社会结构、社会实践( 各类型实践活动) 和社会事件( 具体实践活动) 三个
层面，在话语层面上则分成与之相对应的话语结构( 话语秩序) 、话语实践( 各类型话语实践)
和话语事件( 具体话语实践) 三个层面，其社会结构显然与布尔迪厄所说的没有太大区别，社

722227

《东南学术》2017 年第 6 期

①

②

③

④

⑥

⑦

Foucault，M: Introduction． In Ｒ． S． Cohen ( ed． ) ． On 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 Dordrecht: Ｒeidel． 1978: ix － xx．
Garfinkel，H: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N． J． : Prentice － Hall． 1967: 11．

⑤ 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译文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 页。
Bourdieu，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1 页。
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 页。



会实践也与布尔迪厄的实践相似，社会事件( 具体实践活动) 则是指具体个体行为者参与的某

个具体实践活动，其含义相当于布尔迪厄讨论的行为者。在话语层面上，费尔克拉夫借用福柯
的“话语秩序”来指代话语结构，同时将福柯提出的“话语建构社会现实”的观点与布尔迪厄的
社会结构与行为者双向互构的观点结合起来，形成“话语与社会现实具有辩证的互动关系”这
一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核心立场。其次，批评话语分析同样赋予结构以优先性。批评话语分
析的许多观点明确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如“话语在受到社会结构限制的同时，也对社会结构
产生影响”及“社会结构限定了话语实践活动，它同时也是话语实践活动的产物”①都指出了结
构优先于具体实践活动的特点。有些学者没有明确使用社会结构一词，但其相关论述对结构
的优先性也表示认同，如范戴克认为，语境( context) 作为一种客观结构，不会对话语产生直接
影响，能产生影响的是行为者以客观结构为基础在主观层面上形成的“语境”，即那些行为者
认为与当下话语生产直接相关的社会情景因素，②这就是说，他承认存在一个可能对话语生产

具有潜在影响的先在的客观结构。沃达克认为，当下的话语生产往往通过对历史话语( histori-
cal discourse) 的语境重置( recontextualized) 来表达一些难以明确表达的内容，话语分析必须回
溯到话语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才能彻底揭示其中潜藏的权力关系。③ 她的“历史话语”和“历
史文化语境”其实就是费尔克拉夫的“话语秩序”的一部分，也即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再次，具
体话语实践是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连接的中介。个人具体话语活动必须首先遵循社会结构的
规约，或者说，必须将社会结构的相关规则运用于其中，然后才能结合自己的交流意图和语言

表达能力及特点进行个性化生产;生产的话语一旦被接收并理解，它就会反过来对社会结构规

约产生能动作用。如“一带一路”是中国以世界历史中关于“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
路”的话语为基础，结合当下中国及世界具体社会现实生产的新话语，现在已被许多国家理解
并接受，改变或部分改变他们对当下及未来的中国与世界的理解。

二、惯习与场域

布尔迪厄哲学社会学思想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第二个影响是:他对“惯习”和“场域”的讨论
为批评话语分析指明应把考察分析重点放在社会结构( 场域) 而不是个体行动上。
所谓“惯习”( habitus) 是指一种“可持续的、可转换的倾向系统，倾向于使被结构的结构

( structured structures) 发挥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 structuring structures) 的功能”。④ 换句话说，
惯习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性情倾向，是社会结构在行为者身上内化形成的一套主观结构系

统;这种主观结构系统还能在未来的实践活动中指导行为者的行为，最终达到行为效果;不管

是系统的内化过程还是指导过程，行为者都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来完成。惯习之所以是一
种自然而然的倾向，主要在于它是一种时间性结构，是历史和未来事件发生联系的中介。它脱
胎于历史，包含了历史当中的各种感知、行动和生活方式并使之得以存在和延续。同时，作为
后天习得的东西，惯习已经内化为行为者的内部结构，成为类似于先天结构的性情倾向;就像

其他先天结构，如心脏或神经系统等自然而然地跳动或作出反应一样，惯习也是无意识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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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创造性地在实践中发挥作用。① 也就是说，只要个体在时间上一直存在并延续，社会结
构在主体内部的结构化以及结构化的内部倾向系统在实践活动中发挥作用就是自然而然的。
正因如此，人们在实践中的行动能够“本能”地与环境相适应，不需要经过理性的选择，也不是
被动地遵循环境强加的行为规则。
然而，“惯习”作为一种个体行为并不是独立的，它往往存在于“场域”中并在其间发挥作

用，因为权力斗争不可能发生在行为者作为个体的身上，它只发生在行为者作为实践者并采取

相应行动的那个场域里，即“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network) ，或一个构
型( configuration) ”。② 正是在场域中，个体的位置及相互之间的权力关系得到了界定。社会世
界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小世界就是一个个的场域，它们是具有自己独

特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空间，但它们相互之间以及与整个社会世界在生成结构上存在同

源关系( homology) 。场域是那些参与场域活动的社会行动者的实践与周围社会经济条件之间
一个关键场所。首先，场域是社会世界的组成部分，游戏的场所和权力的斗争场所，进入场域
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本;其次，场域造就个人的惯习，个人以惯习作为资本进入场域参与游戏和

斗争，在此过程中，场域可能被型塑甚或发生变化;再次，场域及发生于其中的一切才是社会学

的研究对象。可以看出，学校教育体系、国家、教会、媒介宣传等被阿尔都塞定义为“意识形态
国家机器”的东西都是场域。不同的是，阿尔都塞是用静态的眼光从外部来看待社会结构的
共时框架，将之视为一种根据既定规则程序形成结构内部的运作，类似于机器的机械运动;布

尔迪厄则将之视为动态的关系网络，行动者主动参与并具有创造性，行动者在受场域制约的同

时，仍然保有改造建构场域的倾向和可能。③

对于场域的研究，布尔迪厄认为必须分析三个环节:首先是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

置;其次是勾划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关系;再次是分析行动者的惯习，即他们

通过将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给以内化而获得的倾向系统，也就是说要厘清大社会和小

场域、结构和行动者、行动者惯习与场域等三个层面的关系。他坚信互动应是发生在被结构的
场域中的互动，互动分析不能脱离场域。
纵观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理论讨论后可以看到，批评话语分析完全接受布尔迪厄的上述观

点。首先，批评话语分析认为，布尔迪厄提出的“场域中的互动是社会学分析重点”的观点表
明批评话语分析必须以“结构”为研究导向的特点。因为场域就是一种社会结构，从语言的角
度来说就是“话语秩序”( 是整个社会话语秩序在小场域中的体现) ，批评话语分析使用的相关
结构构式“不能是一种单独的话语秩序，而应该是一种处于场域或跨场域的话语秩序的被结
构化构型”( structured configuration) 。④ 其次，借鉴布尔迪厄的场域分析，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者
为社会关系提供一种图表式的描述或分类，从具体侧面和实证层面对那些描述时空关系的总

体社会理论进行研究( 即把抽象的理论描述和具体的实证研究连结起来) ，从研究设计来说，

批评话语分析还可以开展更为大规模的具体( 包括民族学方法的) 的实证研究。再次，布尔迪
厄对于场域关系、结构和惯习的粗线条描述为批评话语分析进行具体话语实践分析提供必要
的背景。比如，在研究某个场域话语秩序的界限和变化时，批评话语分析可以从分析某个问题
出现的场域开始，研究某种特定的交流互动在多大程度上将一系列话语实践资源混合运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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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用于维护或改变现场的话语秩序的界限，社会现实在话语层面上如何因为话语秩序的变化

而发生变化。同时，它还关注一个话语实践内部各个部分之间如何发生联系以及不同话语秩
序是如何发生关联并将一系列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① 最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表明，批评
话语分析研究者本人不仅是观察者或置身于实践之外的旁观者，而是场域中的某个行动者，如

斯科隆②在研究“打太极”和“学汉语”时，就将自己置身于实践节点之中，考察具体场域中实
践活动参与者的“历史个人”( historical body) 、建立彼此现行关系的“互动秩序”( the interac-
tion order) 、参与者使用的那些使活动得以发生的“在位话语”( discourse in place) ，以此从另一
个角度充分贯彻了布尔迪厄的实践社会学，也使民族方法学的实证研究得到了运用。

三、语言与符号权力

布尔迪厄哲学社会学思想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第三个影响是: 其符号权力学说不仅为批评

话语分析研究说明了语言如何与权力发生联系及其如何发挥暴力手段无法发挥的作用，还为

后者如何通过分析言语行为揭示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指明了方向。
布尔迪厄提出符号权力学说是为了揭示场域中语言交流与权力支配的共谋关系。为此，

他把语言从形式主义视角下的封闭符号系统解放出来，置于社会实践的场域，将其视为人们参

与场域活动的资本和构建话语权的工具。首先，他指出，语言使用是人们最重要的惯习之一，
是一套与社会等级密切相关的倾向。它以言语形式将行动者及场域的相关客观关系及相互作
用呈现出来，各方在交流中通过话语施加影响，获取利益，形成一种有别于战争或暴力反抗 /镇
压的非物质性符号权力斗争。语言惯习只是行动者惯习的一个侧面，将语言实践放在各种实
践共存的完整世界就能更好地得到理解，因为行动者的其他惯习都是通过语言惯习表现自身

的。不仅如此，语言交流实际上是一种符号权力的关系，“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
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相的形式

( transfigured form) 表现出来……哪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涉及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
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 以及他们所属的群体) 之间结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
权力关系网络”。③

为了更好说明这一点，布尔迪厄对形式主义语言学和语用学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索绪尔
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通过赋予语言的内在逻辑以特权，将语言看作一种与社会实践无关的自给

自足的封闭系统，剥夺了其实践功能和政治功能，从而给人造成一种幻觉，好像一个人只要掌

握语言规则，他就具有语言能力，就能在实践中使用得体的语言，而现实的情况是不同人在同

一场合使用同一语言时却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乔姆斯基表明人能够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但
他仍然没有超越结构主义语言学割裂语言系统与其社会实践功能之间关系这种为编撰整理语

言而理解和研究语言的做法，他通过“把合法话语的内在规律转化成了恰当语言实践的普遍
规范”来达到避开“关于合法能力之获得及市场之建立的经济与社会条件的问题”。④ 可以说，
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看法都是建立在孔德( Comte) 的“语言共产主义”错觉上，即把语言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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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财产，所有人都可以同时使用，又不会使其储备减少，还可能在无意中促进它的保存，也就

是说他们错误地排除了语言交流存在任何形式剥夺的可能。奥斯汀虽然把目光转向了语言的
社会使用，并指出语言效力来自于制度条件，然而，他力图从“以言行事的表达式”中去寻找效
力的来源，没有意识到语言权威来自外部，制度授权的背后是复杂的社会关系世界的制约;符

号权力并不处于以“以言行事的力量”为表现形式的“符号系统”中，而是处于一种确定的权力
关系中且为其所确定; ①符号权力能否得到有效实施取决于那些自身可能也臣服于权力且也

在施展权力的人是否愿意合作。②

在此基础上，布尔迪厄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把语言交流视为一种市场行为，指明言说只有

在与市场发生关系才会产生价值。换句话说，语言的符号权力运作在于: 一方面，人们以自己
的语言惯习作为交换产品投入市场，在遵循市场机制的前提下与他人交换语言产品，交换行为

受到语言惯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交换行为还受到语言市场诸种结构的

影响，它们通过把自己作为特定律令和审查制度的体系而施加影响，特别是它们通过决定语言

产品的“价格”来推动语言生产方式的更新。③ 言语行为者通过将自己的语言惯习及其负载的
社会结构( 包括性别、教育水平、阶级地位、出身等) 展示给市场来获得价值，市场则利用自己
的约束和监督体系来为语言产品“定价”。表面上看，语言不是一种稀有商品，也不会因为分
享而使其资源减少，但是进入合法语言的渠道是很不平等的，每一次的语言交流实际上都包含

了成为权力行为的潜在可能性，特别是当交流所涉及的行动者在相关资本分配中占据着不对

称的位置时，情况更是如此。
布尔迪厄强调，语言与权力共谋的关键在于“合法性”( legitimation) 和“授权”( authoriza-

tion) ，即市场通过给予行为者的言语能力以“合法性”和对其“授权”，将权力转换为符号形式，
行为者则利用这种“合法性”和“授权”在市场上争夺利润。“合法的语言能力是一个获得授权
的人所具有的获得法律认可的能力———即一个‘权威’在正式场合使用合法的( 或曰正式的)
的语言能力。经过授权的权威性语言，是为官方认可的话语，是值得相信的……是施事性的，
是宣称为有效的( 即合法的) 。”④除了授权外，权威话语还必须在合适的环境、以合适的方式说
出来，尤其是必须由法律许可这样做的人说出，才能以一种貌似理所当然的方式被其他行为者

所接受和认同而又不自觉，并因而真正产生其应有的效力。在市场监督与惯习培养、限制与遵
循的双重作用下，占支配地位的行为者与受支配的行为者实现了言语交流，并掌握了交流的主

动权，获取了更多的市场利润;受支配方即使意识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也只能遵循现有的市场

规则而毫无办法。这样，符号权力实现了正常运作，占支配地位阶层的利益得到了维护，符号
权力与社会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形成了共谋。比如，在政治场域，政治家通过民众授权而获得
代表人民说话的“合法权力”，而社会制度( 市场) 则将他们的权力推到极点，使权力凌驾于给
予他们权力的民众之上，造成权力的获得源自于政治家本人的才能和资本而与民众没有任何

关系的假象，最后甚至连民众本身都相信这一点并对这种权力产生羡慕和崇拜。
通过将语言、惯习、符号、资本、市场、权力等联系起来，布尔迪厄成功建构了他的符号权力

学说。该学说对批评话语分析互动观的具体运作方式及其他重要观点具有强烈影响。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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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话语分析关于社会现实与话语之间互动如何能够实现的整个推导过程基本上取自于布尔

迪厄符号权力学说框架。目前，学界一致认为，批评话语分析坚持以批判为研究视角、以语言
使用分析为中介的立场主要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的思想，然而，哈贝马斯对

两者之间互动的描绘更多的是一种比较宽泛的解释，没能表明他们之间如何能够运作;虽然言

语使用被提到了中心位置，但是，言语行为似乎仅是一种交流的中介行为，其与权力之间的关

系没有受到重视，也未能得到讨论。这给力图通过语言分析寻找话语与社会互构关系并以此
推进社会变革的批评话语分析带来两个问题:话语与社会具体是如何实现互动的以及社会变

化如何能够落实到微观层面的语言使用中。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学说刚好能解决这两个问
题，通过引进惯习，他把社会结构与日常的语言使用联系起来，说明符号性权力如何在社会世

界中发挥作用。可以说，批评话语分析采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视角，把语言视为中介体，
但是，它是通过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学说来解释结构和行为者实践之间的联系。其次，批评话
语分析解释话语与社会如何互构的思路来自于布尔迪厄“惯习是结构和行动互动的中介”这
一断言，不过，在具体理论构建时，批评话语分析用语言行为( 部分惯习) 取代总体惯习( 总的

性情倾向) 作为结构与行为者实践之间联系的中介。其原因在于布尔迪厄虽然指出语言使用
是行为者最重要的惯习，但并不认为语言在惯习的形成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他说，“完全有
理由认为，在惯习的形成中，那些最有影响力的因素不是通过语言和意识，而是通过各种暗示

被加以传递的”，①这一观点与批评话语分析主张话语是研究的中心有所不符。因此，在批评
话语分析的讨论中，布尔迪厄的惯习作为一个总体概念基本上只在其讨论场域时提及，而语言
( 也包括语言惯习) 成为了整个讨论的中心。总之，批评话语分析运用了布尔迪厄符号权力学
说解释结构和行为者实践之间的联系，但使用了语言行为( 部分惯习) 来取代总体惯习( 总的

性情倾向) ，以此说明语言使用如何在具体场域的权力争斗中发挥作用。再次，布尔迪厄符号
权力学说中的“符号权力”“符号暴力”“合法”“权威”等概念也在批评话语分析中被频繁使
用，如费尔克拉夫就频繁地使用“符号权力”和“符号暴力”来说明语言使用的权力效果以及如
何通过语言分析来揭示潜藏其中的权力。② 奇尔顿也使用“合法化”概念说明其是政治行为者
为自己行为辩护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去合法化”则是指责对手或敌人行为的主要方式之一。③

四、结 论

总的来说，布尔迪厄的实践社会学对批评话语分析( 特别是费尔克拉夫互动分析) 具有重

要影响。他的建构主义结构观成为批评话语分析构建话语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他对
场域和惯习的讨论启发批评话语分析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话语事件这一具体场域;通过分析

具体话语事件中的语言使用，并把具体语言使用与社会及历史文化语境联系起来，揭示具体事

件中结构和权力关系的真实形态及其产生机制，为其更高的政治目标服务;他的符号权力( 暴

力) 学说揭示了语言如何与权力发生联系及其如何发挥暴力手段无法发挥的作用，为批评话

语分析通过分析言语行为揭示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指明了方向，其中的“符号权力( 暴力) ”
“合法性”“权威”等成为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中的重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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